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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祖荫（1926—1992），1946年毕业
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7年在清华大
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1957年被派往苏联
进修两年，回国后历任国防科委核试验基
地核物理测量和放化分析研究室主任、清
华大学近代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所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等职。本文写于1989年，收入文集《“零
时”起爆——罗布泊的回忆》。

1962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正在

原子能研究所快中子物理实验室做试验，

突然接到所长钱三强打来的电话。他简短

地告诉我：“现在国防科委有一项重要任

务急需一位核物理专家，我推荐了你。任

务紧急，请你明天上午就去报到。”

我怀着好奇而又兴奋的心情，第二天

早晨就到了总参西直门招待所，走进一

座二层小楼的一间办公室，向这里的技

术负责人程开甲教授报到。在这间小办

忘不了如火如荼的岁月

○陆祖荫（1946 届联大物理）

公室里，除了程开甲外，还有吕敏、忻贤

杰、孙瑞蕃（1943届联大航空）三人。程

开甲把我介绍给他们，于是我们就成了开

创新事业的战友了。程开甲向我们传达了

国防科委领导的意见：“经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批准，国防科委要成立一个核试验研

究所。我们的任务是要在一年半的时间

内，把这个研究所建设起来，并做好第

一次核试验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不久，我们这个筹备组又调进了董

寿莘（1940届联大航空）、王茹芝、杨裕

生、乔登江等24名技术骨干，力量得到了

进一步加强。程开甲给我们做了明确分

工：王茹芝负责力学方面的工作，孙瑞蕃

负责光学方面的工作，忻贤杰负责电子学

方面的工作，我负责核物理学方面的工

作。在程开甲的领导下，研究所的筹建工

作和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

地开展起来了。

对党和国家给予自己的信任，我感到

非常高兴。但是任务实在太重了，当时没

有核试验专家，没有大学生，没有仪器设

备，没有实验室，没有可参考的资料，连

住的地方都没有，是地地道道的一穷二

白、白手起家。在一年半以内，要提出成

套的测量方法，准备好上百台的仪器设

备，培养出上百名技术干部上场，而且要

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真是困

难啊！但是，这是有关国家的大事，只有

下定决心、勇往直前地把它干好。

从来没有接触过核试验的我，刚到一

陆祖荫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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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程开甲就要求我对预期的核试验将

引起的对地面放射性沾染的严重程度做出

估计。这是因为某位外国权威人士认为，

中国的地理和气象条件不适于进行某些类

型的核试验，而恰恰是这些类型的试验，

是一个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所必须争

取做的。因此，有必要从科学上进行严格

的论证。由于国外保密，我们只能找到两

三本国外的中级科普读物，就从这些资料

出发，经过半个月紧张的计算，我做出了

与那种反对论点相反的科学证明，为顺利

地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第二项任务是要制订一个以一年半上

场为目标的试验大纲。要根据核武器设

计、制造单位的要求和核武器四大杀伤因

素的测定，确定项目，提出具体的课题，

并对每个课题提出基本的试验方案和进

度。我负责4个重大项目、30个课题，内

容几乎涉及了核物理中所有的探测技术以

及剂量学和放射化学分离分析技术。此

外，还必须解决许多现场野外作业问题。

核试验把原来用于实验室的许多分析、测

量技术推到了极端。例如，测量链式反应

进程的γ探测器的量程要跨越七八个量

级，要测量在实验室里不可能得到的非常

巨大的瞬发中子和γ射线的剂量和能谱，

要分析仅为微克量级的样品中的裂变产

物，等等。此外，现场作业时，还要考虑

防御在实验室工作中不会遇到的干扰——
巨大的冲击波、强烈的热辐射、电磁波、

强中子和强γ射线，等等。不克服这些干

扰，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测量结果。

在执行任务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由

于当时的保密制度极为严格，不仅对外保

密，对内也保密，一个项目内各个课题之

间不得互相联系，只对我负责，与我单线

联系。这样一来，作为技术负责人，我

必须对每个课题试验方案的可行性、工作

进展等负责。由于时间紧迫，我必须每周

或至少每两周巡回一次，以便及时地对工

作进程中的所有问题进行讨论，并设法解

决，不敢有一点疏忽大意。每个课题都是

一个项目内的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

的失误或延误，最终都会影响整个项目

按计划上场。

1963年7月12日，国防科委21所在北

京正式成立。原核试验基地技术部的部长

张超任所长，程开甲任第一副所长，董寿

莘任第二副所长，王茹芝任第一研究室主

任，孙瑞蕃任第二研究室主任，我任第三

研究室主任，忻贤杰任第四研究室主任，

副所长程开甲兼任第五研究室主任，乔登

江任该室第一副主任。

21所不仅组织机构齐全了，同时也兵

强马壮了。原基地技术部的黄豹、林俊

德、白凤岐、王伯仁、刘恕宣和霍振礼等

1962年之前入伍的科技干部，再加上1963
年刚入伍的来自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毕

业生，总共200多人就成了21所的中坚力

量。于是，在程开甲的领导下，各个研究

室的研究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我们第三研究室成立了核试验取样

队、链式反应动力学组、地面沾染测量组

和放射化学分析组等几个大组。副主任杨

裕生负责领导核试验取样队和放射化学分

析组，副主任吕敏负责领导链式反应动力

学组，工程师庄降祥负责领导地面沾染测

量组。由于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项工

作都有条不紊地顺利地进行着。

5月，全所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开始

装箱。6月，全所人员陆陆续续开赴罗布

泊核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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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戈壁滩，严峻地考验着参加首

次核试验的每一个人。

乘车是第一个考验。由于天气干燥和

风大，当地的公路上形成一个连一个的凹

槽，路面像洗衣搓板一样，人称“搓板

路”。新疆地大，试验区也大，无论到哪

里去都必须乘车。在“搓板路”上行车，

颠得你上气不接下气，一天下来，腰酸背

疼，疲惫不堪，简直像病了一场。

燥热是第二个考验。在设计得极为紧

凑的帐篷内，白天犹如蒸笼，夜里才得缓

解。戈壁滩表面烫得可以蒸熟鸡蛋，几十

里范围内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处遮阴的场

所，在地上站立时间稍长，脚就被烫得

受不住，只好两只脚轮流站立。当时有一

个顺口溜：“戈壁滩上三件宝：水壶、墨

镜、大草帽。”

喝水是第三个考验。喝的水是从25公
里外的孔雀河运来的。孔雀河流经千里戈

壁，水中含盐碱量很高，煮面条不必再加

盐；大部分人喝了以后拉肚子。尽管是这

种水，还得控制使用，用它洗澡成为一件

难得的大事。一百几十公里之外有一个甘

草泉，那里的水甜丝丝的真好喝，可是远

水解不了近渴呀，只能望泉兴叹了。

吃菜是第四个考验。食堂里吃的尽是

些干巴巴的东西：罐头、蛋粉、粉条、香

肠和海带等，独独缺少大家喜欢吃的新鲜

蔬菜。此时在北京，西红柿、黄瓜、豆角

和青椒等时令青菜早已遍地都是，可是在戈

壁滩上却难得一见。偶尔吃一次西红柿和黄

瓜等新鲜菜，那就是稀罕的上等佳肴了。

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各个参试

单位依然豪情满怀地战斗在戈壁滩上，我

们第三研究室的同志们也是如此。吕敏带

领链式反应动力学组在一座地下工事里，

挥汗如雨，坚持调试测量设备和仪器；杨

裕生带领地面盘取样组，顶着烈日在野外

布设了一个又一个取样盘；庄降祥带领无

线遥测组，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架设了一副

又一副菱形天线。

在试验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在全体参

试人员的共同努力下，8月末，一切准备

工作就绪；9月初，进行了全场最后一次

联试后，全场进入待命状态。

等了一天又一天，过了国庆节了，还

没有什么动静，大家不免焦急起来。

1964年10月15日凌晨，突然接到指挥

部的命令：立即进入“零前”48小时准

备！大家顿时欢呼起来。

15日是全场最紧张、最忙碌的一天。

杨裕生带领地面盘取样组给每个盘子做好

定时，庄降祥带领无线遥测组给每台发射

机做好定时，吕敏带领链式反应动力学组

调试好示波器和照相机。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我们永

远不会忘怀的一天。那天下午，张爱萍

副总长和张蕴钰司令员等试委会的领导

以及各参试单位，数千人云集在白云岗参

观场上，等待观看第一次核爆炸的壮丽

景观。

我们都戴上防护墨镜，蹲在防护堑壕

里，背向爆心。时间到了，堑壕里陡然一

片耀眼的明亮。我们赶忙转过身去，只见

一朵蘑菇云渐渐升起。“成功了！成功

了！”人们跳出堑壕，激动地互相握手，

互相祝贺。

张爱萍当即用电话报告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向大家祝贺，并要求在两小时后上

报爆炸当量。

当时彭桓武先生和我站在一起，我们

用简易的目测法估计烟云高度，换算出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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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当量。这个结果与以后的精确测量结果

基本符合。

紧接着，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到空

军指挥所去，协助空军领导指挥飞机取

样。“零后”50多分钟，机长郭洪礼驾驶

着伊尔-12飞机，勇敢地穿过核烟云，顺

利地取到了核爆炸烟云样品。

一小时后，我赶去参加试委会组织的

当量评定。十几个单位报告了自己的推算

结果，虽然各个结果差异较大，但是都认

为这的确是一次核爆炸，而不是炸药爆

炸，最后一致的结论是：这是一颗标准的

原子弹。

晚上，研究所举行了戈壁滩上一次最

盛大的、有几百人参加的庆祝宴会。多少

天的辛苦、疲劳和担忧一扫而光，大家尽

情地欢乐，不少同志生平第一次喝醉了。

我们第三研究室的各个项目都取得了

圆满成功：链式动力学组首次拍摄到了裂

变反应的曲线，无线遥测组测量到了多个

监测点的γ射线剂量率，地面盘样品、火

炮样品和飞机样品都获得了大丰收。

回想当年圆满完成任务的情景，我深

深地感到，当时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克服

困难、完成任务，从个人的能力来说，得

益于在原子能研究所12年的科研训练：第

一是使自己在不熟悉的新领域面前不胆

怯，有信心去占领，因为科学的本质是永

远向未知探索；第二是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科

学研究方法的训练，掌握了研究方法，就等

于掌握了剖析问题的利刃；第三是具有比较

全面的原子核物理理论和试验的知识。

10月17日，我登上一架伊尔 -14飞
机，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样品押运

到了北京，送交原子能研究所进行放射化

学分析，以最后敲定裂变燃耗、裂变当量

等最重要的试验数据。

10月19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核

试验纪录片也送到了北京，由于还是没有

经过剪辑的原始资料片，尚未配音。一天

深夜，我和一位参谋被送到八一电影制片

厂，并被告知，周总理要来看片子，要我

们为他作解释。

夜更深了，总理神采奕奕地走进了放

映厅，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说辛苦了。总

理落座后，我陪坐在总理身边。电影开始

了，每当我们介绍一个新的镜头时，从总

理的插话中可以感觉到，他对整个试验的

布局和主要内容都十分清楚。总理日理万

机，竟对核试验了解得如此仔细、如此深

入，实在令我十分钦佩。在两个小时的介

绍中，总理不断插话，非常高兴。我们与

他自由地交谈，毫无拘束。电影结束后，

总理和我们一再握手，感谢我们的工作和

我们的讲解，鼓励我们再接再厉。

这是我和周总理第一次亲密接触。我

和周总理的第二次接触，是在1965年5月
的第二次核试验后，总理特意在人民大

会堂新疆厅宴请参加第一次、第二次核试

验的主要人员，并邀请几位副总理作陪。

在宴会上，总理提出了以后进行核试验的

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

妥可靠，万无一失。”

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激动人

心的第一次核试验的情景，一幕又一幕浮

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我

永远忘不了冲天而起的蘑菇云，忘不了戈

壁滩上的“搓板路”，忘不了从事核试

验研究的成千上万的参试人员，忘不了给

周总理介绍核试验纪录片的那个夜晚……

啊，那如火如荼的岁月，忘不了，真的永

远忘不了！


